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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碎片、拼图到整体:徽州乡村社会
研究路径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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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史的研究有其难度，在传统的史籍、文献中鲜有区域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记载，相关的材
料分散在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文献中，要想从这些历史的碎片中重构徽
州基层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探讨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殊为不易。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
不同的侧面，对之进行了具体而入微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回顾以往研究的学术史，对
于我们探讨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路径，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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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agments，Jigsaws to Entirety: The Ｒeview and Thought of the Ｒesearch
Path of the Huizhou Country Society

TANG Li － xing
( Ｒesearch Center of Urban Cultu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ies in conducting regional history research． The record on the daily life of
regional people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books and documents is rare． Ｒelat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in local chronicles，ge-
nealogies，notes，novels，anthologies，contracts，documents，inscriptions，files，etc． It is painstaking to rebuild the panora-
ma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in Huizhou，and to study the reasons for long － term stability of Huizhou rural society． Scholars
home and aboard have been studying the regional history in details from many different angels for years． These studies are im-
portant references． Undoubtedly，it is necessary to look back to these studies，so we can study the path to even more in －
depth research of regi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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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 20 世纪上半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社

会的稳定和繁荣，即使在偶有的战争、动乱或是大小事

件后，都能迅速地恢复社会的稳定，探究其原因所在，无

疑是有着历史的借鉴意义。然而区域史的研究有其难

度，在传统的史籍、文献中鲜有区域民众日常社会生活

的记载，相关的材料分散在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

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文献中，要想从这些历史的

碎片中重构徽州基层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探讨徽州乡村

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殊为不易。多年来国内外学

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之进行了具体而入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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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回顾以往研究的学术

史，对于我们探讨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路径，无疑是十分

必要的。

一、根据国家制度的纵向变迁，联缀历史的

碎片，构画出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的拼图

明清时代县以下虽不设治，但国家权力并没有放弃

对县以下的控制。明代应承历代统治者，建立里甲制度

与黄册制度，对人户与田土加以编制和控制，以确保田

赋、徭役的征收。关于徽州里甲制度的情况，权仁溶指

出，明代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各地区有着相当大

的偏差。用语上有乡、都、社、区、图、里等名称，各地设

置的单位也不统一。北方和南方不同，南北方各地也不

同，甚至同一府内各县也不同。“那么，徽州如何呢? 首

先，歙县将县城和府城地区分为关隅，将乡村分为乡都

之后，在这之下，以户数为标准编成里即图，附属于它

们。另一方面，与里属于不同系统的保，作为地区区分

单位，担当了一定的作用。休宁县分为 12 个乡，在乡下

面，县城设有隅，乡村设有都。再下，像歙县一样，分为

里和保。婺源县将县城内外分为坊，乡村分为乡、都。

但是，婺源县乡和都之间，设立了里，都以下又设了里，

从这一点来看，和徽州的其他县有着明显的差异。祁门

县将县城和乡村分为坊( 隅) 和乡都。县城和乡村之下

设里。祁门县也设有作为地域区划单位的保。黟县不

分县城和乡村，都编成乡和都。这以下设有里。绩溪县

也像黟县一样，坊和乡村，都规划在乡和都的范围内，这

以下设有里。洪武十四年( 1381) 全国范围内编造黄册，

同时 110 正管户即 10 里长户和 100 甲首户作为里甲编

制的单位设置了里甲。徽州各县的里甲制，也都是在洪

武时设置的”①。朱元璋通过里甲制与赋役黄册，控制

全国的户口，又通过粮长、里长、老人以及族长等维护基

层社会的稳定。学者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这一问题展

开了研究。如汪庆元以徽州家谱、方志、文书和万历年

间徽州府文件汇编《新安蠹状》为考察资料，以明代徽州

府为中心，对徽州粮长制度的实施及其演变进行了考

察。作者指出明初徽州粮长具有一些特点: 粮长是繁重

的差役，粮长最主要的职责是负责收齐税粮并率领运粮

夫把“起运粮”运到“京仓”交纳。徽州距京城路途较

远，运粮辛苦异常; 明初粮长的编佥是由地方政府官员

委派的永充制; 明初粮长由世家大族担任，宗族伦理对

粮长产生了影响。而徽州粮长制的弊端为粮长的欺侵

和官吏的贪污受贿②。王裕明对徽州粮长的佥选方式

进行了探讨，指出由于明中叶徽州社会经济发展，导致

徽州地区基层管理体系及其粮长佥选方式都作出了相

应的调整。粮长的佥选也由原来的丁粮多的承担变为

资产多的大户承担③。至“康熙三十六年奉革粮长”④，

徽州粮长之名彻底消亡。周绍泉以真实具体的契约文

书、诉讼案卷为主要资料，揭示了徽州明末清初以里甲

为中心的农村地方行政运作的实态。他对明初以里甲

编制为中心的农村地方行政建制到明末清初的粮长、里

长和老人制度的运作态势都给予了深入考察，并指出到

万历四十年，粮长负责征收钱粮在徽州还是普遍的现

象⑤。关于老人、里长的功能，洪武三十一年三月颁布

的《教民榜文》云:“今出令天下昭示，民间户婚、田地、斗

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

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中岛乐章指出，老

人、里长除被委以户婚、田地等诉讼处理外，还有权上奏

京师，揭发攒造黄册时的不法行为; 逮捕逃亡士兵、逃

犯、没有路引的可疑人员、私盐犯人等，并押送至兵部;

老人还有义务监视里甲内人户，或有赴外地者，要掌握

其去处、职业、目的，若有行踪不明者和长期不回者，应

向官府告发。民间的户婚、田地、斗殴、纠纷等涉及小事

的诉讼，不允许直接向地方官提诉，首先由里长、甲首和

老人予以理断，若不经里甲老人而直接向官府提诉者，

不问虚实，杖六十，退回给里甲老人。允许老人、里甲用

竹蓖、荆条进行处罚⑥。张莉、胡松年指出，明代徽州，

民间调处经历了从里老调处向乡约保甲调处的演变。

民间里老的调处和仲裁主要体现为非制度性的情理说

合和道德劝谕⑦。郑小春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明代

①［韩］权仁溶:《明代徽州里的编制与增减》，《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

②汪庆元:《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中国
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③王裕明:《〈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安徽
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④道光《歙县志》卷 5《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

⑤周绍泉:《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
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⑥［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
文书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70—75页。

⑦张莉、胡松年: 《明代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
变———以文书资料为中心的考察》，《铜陵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统治者授予里老人解纷职能，缘于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社会基础，目的在于加强对乡里社会的控制，实现乡里

“自治”的政治目标。里老人对官府办案的多方协助，意

味着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藉之向乡里社会伸展，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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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社会的控制逐渐加强。实践中，里老人对缓解官府

办案压力、维护乡里社会稳定一度起到了相当大的作

用①。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16 世纪是个转折点。根

据中岛乐章的研究，“16 世纪中期开始，反映老人制衰退

和弊端的史料，在地方志中的记载不胜枚举，此时老人

制确实走向衰亡”②。老人、粮长制衰退的原因是复杂

多元的，从根本上来说是 16 世纪商品经济的冲击，贫富

分化、土地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农村社会失去稳定，原

来的赋税体制难以维持。政府倡导推行乡约以加强对

农村的控制。洪性鸠利用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隆庆六

年( 1572) 制定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对祁门县文堂陈

氏乡约进行了研究③。他引用乡约家法的文字，指出文

堂地方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方且营营役役，日与讼

民庭争，拂尘堂除，日复月转，此何重于理乱之数，无礼

无学，贼民丛兴，讼繁赋逋，日不暇给，则政本不立之过

也。迩来人繁约解，俗渐浇漓，或败度败礼者有之，逾节

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

混淆，人无劝惩，上贻官长之忧，下致良民之苦，实可为

乡里痛惜者也。兹幸我邑父母廖侯莅任，新政清明，民

思向化，爰聚通族父老会议闻官，请申禁约，严定规条，

俾子姓有所凭依。庶官刑不犯，家法不坠，或为一乡之

善俗，未可知也。”可见，建立乡约是在地方政府的积极

主导以及支持下进行的。

乡约的推行与宗族的兴盛也是同步的。冯尔康指

出，明代品官之家在正寝之东建立祠堂，祭祀四世之主。

至于庶人则无祠堂，乃于居室的中间或它室祭祀二代神

主。嘉靖十五年( 1536) 礼部尚书夏言上《献末议请明昭

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

议”、“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

工立家庙议”④。夏言的建议，被世宗所采纳。据许重

熙《宪宗外史续编( 上)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条载:“诏天

下臣民祀始祖”。于是，家庙向大宗祠方向发展，嘉靖年

间形成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现象⑤。徽州本是汉

唐以来中原宗族迁徙聚居之地，在 16 世纪以后，遂成为

一个宗族社会，徽州人几乎无例外地生活在宗族社会的

网络之中⑥。

乡约与徽州宗族⑦的结合，使徽州乡村社会趋于稳

定。常建华指出，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

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

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

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

彻乡约，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

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约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

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

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

社会为历史背景的⑧。洪性鸠通过分析徽州祁门县文

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探讨乡约与

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研究，他指出，以宗族为单

位轮流举行乡约，并且以宗族内部的家族秩序为基础来

维护乡约的秩序。参与乡约的宗族成员多为地位和经

济实力相对较高的人员⑨。卞利不仅对徽州乡约的形

成与发展、乡约的基本类型和运作形式作了详细论述，

并且对徽州乡约的功能和作用也作了阐述。他指出，乡

约不仅对于移风易俗、安定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还

在保护山林，维系生态平衡等方面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根据研究，他还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

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陈氏

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的出现，标志着徽州

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备，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

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⑩。卞利

①郑小春:《里老人与明代乡里纷争的解决:以徽州
为中心》，《中国农史》2009 年第 4 期。

②［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
州文书为中心》，第 87 页。

③⑨［韩］洪性鸠:《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
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④夏言:《桂州夏文愍公奏议》卷 21，光绪十七年江
西书局刻本。

⑤冯尔康等: 《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2—217 页。

⑥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⑦有关徽州宗族的研究概况，笔者已有详细评述，

可参见拙作《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 年
第 2 期。

⑧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
究》2003 年第 3 期。

⑩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安徽大学
学报》2002 年第 6 期。

进而探讨了族规家法与乡约乃至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认

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结合聚族而居的山区特点，将族规

家法作为控制族人和乡村社会的基本规范，并因时、因

地、因事制定约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宗族成员的规约。

因这类规约系由宗族商议制订，故将其称之为“宗族公

约”。明清徽州宗族公约类型广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

地域性、较强时效性、浓厚血缘性、相对模糊性和灵活变

通性等特征，并具备规范、互助和奖惩等功能。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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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这些宗族公约往往经过所在地方官府的钤印认

可，使单纯的民间宗族组织行为转变为地方官府的行

为。就这一角度而言，明清徽州的宗族公约是国家法的

必要补充和延伸，它在规范乡民行为，维系人与自然、人
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管理乡村社会的经

济与文化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①。刘道胜通过对文书资料的考察，指出

在明清时期徽州地方纠纷和诉讼多于民间范畴内得以

调处。民间调处方式多种多样。大体看来，明代中期以

前，民间调处多由里甲中的里长和老人来加以调处和裁

判。明代中期以降迄至有清，这种里老调处逐步被保

甲、乡约调处所取代。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宗族、文会等

民间团体在民间调处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②。杨

克峰、王海洋指出，面对冲突，明前期主要在基层设立申

明亭宣讲教谕，教化民众，从而减少冲突行为。明中期

以后，则采用宗族乡约化，借助宗族的力量教化民众，保

持与官方一致的伦理道德观念。一般而论，在国家法和

民间继承方式发生冲突时，只要不威胁到统治者的利

益，官府更趋向于向民间习惯妥协让步; 一旦基层发生

农民暴动等威胁其统治秩序的行为，统治者会毫不留情

地镇压之③。

关于乡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唐力行、张翔

凤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权力空间。在徽州，基层权力空间由乡绅与祠堂来填

补。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宗族紧密结合，担当起了

基层政权的众多管理职能，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

制④。陈柯云探讨了乡约与乡绅的关系，她认为徽州的

自卫型乡约和教化型乡约一样，要么逐渐消失，要么最

终转型，只有乡民自发成立的护林乡约能够经久不灭。

徽州乡约掌握在乡绅地主手中，既加强了乡绅地主的势

力，又填补了基层统治中的一些漏洞和空白。作者还将

明清徽州乡约的作用概括为 5 个方面: 讲乡约; 支持文

教和科举事业; 应付差徭，缴纳赋税; 利用乡约的公基金

运营赢利; 置买田地⑤。叶舟则通过对明末乡绅金声在

徽州的活动加以考察，指出金声退职闲居乡里期间，正

值徽州社会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

地位的士绅，金声在救荒减灾、缉盗、地方防护和乡村教

化等方面，有着非凡的建树。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

揭示了传统社会士绅在社会危机时期的行为及其作

用⑥。廖华生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例，探讨了士绅

如何借助地方公共事务来获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指

出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

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为了实现自身

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

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⑦。

廖华生还通过对明清两朝婺源庙学修建模式的探讨，指

出婺源的庙学修建模式经历了从“官修”、“官倡绅修”

向“绅修”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官逐渐退出修

建的具体事务，士绅阶层掌握了这一领域的领导权。在

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婺源庙学修建模式的演变

揭示了明清地方政府职能不断萎缩和士绅阶层在地方

社会的主导权渐进扩张的历史过程⑧。徽州宗族的族

长往往由乡绅来担任。陈瑞指出，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

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

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

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

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

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

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

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

序的轨道惯性推进⑨。

①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公约研究》，《中国
农史》2009 年第 3 期。

②刘道胜:《明清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变———以
文书资料文中心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
第 4 期。

③杨克峰、王海洋:《明代徽州民间财产继承方式和
国家继承法的冲突与整合》，《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④唐力行、张翔凤:《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基层
社会控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

⑤陈柯云:《略论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中国史
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⑥叶舟:《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 以休宁金声为
例》，《安徽史学》2005 年第 1 期。

⑦廖华生:《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

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安徽史学》2008

年第 1 期。

⑧廖华生:《官府、士绅与庙学的修建———明清时期
婺源庙学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 年
第 2 期。

⑨陈瑞:《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安徽史学》
2008 年第 4 期。

二、从横向缀合历史的碎片，建构徽州农村

社会维持稳定机制若干专题的历史拼图

在明清徽州基层社会，除了上述乡都、里甲、乡约等

官方组织和宗族这一民间组织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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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组织———会社，它们是宗族功能的扩展或补充。王日

根将会社看作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既具自愿性，又有

相当的强制性，会社的社会性质不仅包括家族性的，同

时又具超家族性，他将乡约、会社等民间组织视为上层

建筑势力在地方的延长及补充，并强调了其间“民”的功

能，同时肯定会社等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功能，及其推

进社会前进的积极意义①。会社既有血缘性的，也有地

缘性的，具有突破宗族血缘关系并在更大地缘范围内整

合宗族网络的作用，有利于补充并加强地方社会的秩

序。夏爱军根据明崇祯至民国年间休宁的《祝圣会会

簿》，对徽州祝圣会的祭祀神祗、仪规及祀会功能进行了

考察，认为祝圣会和世忠会通过对汪华与程灵洗的祭

祀，抬升了汪、程两姓的社会势力。同时，作为徽州的公

共神灵，汪华与程灵洗崇拜已突破宗族禁锢，成为了一

种大众信仰，从而加强了徽州的地缘联系②。刘淼在对

徽州宗族族会会产的研究中，指出会社对会产的督管及

限制，保存了族会的完整性，强化了宗族合力。此外还

有非族会的产权形态。作为异姓共产的非族缘组织已

从传统宗族系统中脱壳而出③。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徽州会社作了分类。涩谷

裕子将徽州会社划分为祭祀、金融、文化等三种组织类

型④。王日根将会社划分为节日会、英烈会、赈济会、宗
教会等诸种类型⑤。卞利则将其分类为以文人雅士为

凝聚对象的文会、先祖祭奠及神人互娱等性质的祭祀性

会社、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性会社和以互济恤

贫为目的的慈善公益性会社以及发生于宗教信仰的宗

教性会社等⑥。

学者们还对文会、合会和祀会的功能进行了探讨。

文会。葛庆华利用方志与其他相关材料分析了徽

州文会的组成类别及其管理运作方式，从文会传统的教

育与娱乐两大功能之外，再析出其教化与仲裁功能⑦。

陈联对文会所担负的上述功能也颇为认同，在对徽州文

会的沿袭、内容及结会宗旨进行系统考察之后，进而强

调了文会在徽州基层权力系统中的重要作用⑧。熊远

报则从村落社会的公共性论证了徽州文会的社会作

用⑨。施兴和、李琳琦从教育史角度，对明清徽州的书

屋、文会进行了考察，将文会看成是集乡族之士“偕攻制

义”，以推进地方文人科考实力为主要目的的研磨制艺

的机构。随着文会参与者的规模逐渐扩大，其一并伸化

出了教化与仲裁功能，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乡村组织⑩。

合会。徐越、方光禄探析了徽州合会的历史延革、

组织模式、操作规范及会书内容等，对邀会在吸收游资，

利用余资生息取利，解决暂时的经济危机，实现经济互

助等方面的功能予以肯定。他们认为合会的社会保障

功能不容忽视。由于邀会的补救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防

止了家庭破产，从而维系了社会稳定瑏瑡。胡中生认为钱

会的最大功能在于集体性的经济互助与经营性的社会

融资，对徽州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瑏瑢。

①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 2003

年版;《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②夏爱军:《明清时期民间迎神赛会个案研究———
〈祝圣会会簿〉及其反映的祝圣会》，《安徽史学》2004

年第 6 期。

③刘淼:《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关于
徽州宗族“族会”的会产处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④［日］涩谷裕子:《从徽州文书中所见“会”组织》，
《史学》第 67 卷，第 1 号，1997 年; 《明清徽州农村的
“会”组织》，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
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⑤王日根:《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
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⑥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初探》，《安徽大学
学报》2001 年第 6 期。

⑦葛庆华:《徽州文会初探》，《江淮论坛》1997 年第
4 期。

⑧陈联:《徽州文会与徽州社会》，《文史知识》2001

年第 11 期。

⑨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域·

集团·网络与社会秩序》，汲古书院 2003 年版。

⑩施兴和、李琳琦:《明清徽州的书屋、文会及其教
育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瑏瑡徐越、方光禄: 《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
助———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黄山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瑏瑢胡中生: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
2006 年第 9 期。

瑏瑣刘淼:《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以祁门善
和里程氏为中心》，《江淮论坛》1995 年第 4 期;《清代祁
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文物研究》第 8 辑。

祀会。刘淼指出，由于徽州宗族传统的发达，明清

时期祭祀性的会社组织在徽州各地罗网密布，遍及城

乡。通过对祁门县善和里程氏祀会的解读，可以看到徽

州祭祀的活动主体是宗族内的继嗣群体，而载体则来自

宗族系统内的房、派单位。由此解读出会对宗族祭祀的

补充及其突破宗族房、派系统的助祭功能，并指出会以

祭祀形式承接了人神互动，其实质是对时人要求延长生

活领域的反映瑏瑣。周晓光从徽州祭祀组织众存祀会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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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解释了该祀会产生及存在的社会因素，指出祀会与

宗族运作的并行不悖，使众存祀会与宗族组织彼此具有

功能上的互补，使其成了宗族系统内部祀祖联宗的重要

形式，并对宗族的发展起着不容小觑的促进作用①。

综合上述，可知县衙以下虽不设治，但有乡都、里

甲、黄册、粮长、老人、乡约、宗族、会社等官方或民间的

制度和组织经纬着基层社会，保证着赋税、徭役的征收

和社会的稳定。学界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民事纠

纷处置和突发事件应对的个案进行了研究。

徽州有健讼之风。卞利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

俗健讼的形成，固然与这里长期以来存在的武劲之风和

争讼之习的传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徽州地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徽州的争讼之习，在

我国经济重心完全移到江南地区的宋代出现，继而又在

徽州社会经济繁荣和徽商腾飞于中国商界之际，演变成

健讼的风俗。由于明代中叶以后人文兴盛、科甲连第，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正是在这种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山

多田少、宗法森严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下，养成了事事竞

争的习俗，健讼之风不过是其中一种罢了。因此，从这

一角度来看，明清徽州的民俗健讼又是历史的一大进

步②。他还论述了明代徽州民间诉讼的基本内容、处理

程序和依据标准等。并且进一步指出徽州人的法制观

念增强，越来越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恰恰反

映了明代徽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

步③。范金民指出，徽商善于以众帮众，合力对外，但当

内部利益冲突时，也免不了诉诸官司。明清两代徽州盐

商经常因销盐区域、销盐定额和行销方式等在其内部形

成种种利益纠纷，并进而涉讼公庭④。还有一些研究涉

及徽州乡村社会处理纷争时的具体过程。郑小春指出，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

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

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

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

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

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

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

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

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

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

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进而认为，在地方社会，宗族

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他还通过对徽

州讼费账单的研究，再现基层司法运作的实态，揭示了

基层司法运作过程中诸多的潜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阐释

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陋规和潜规则存在的主

要原因有多方面，如清朝文官制度中存在诸多弊端、满

足书吏衙役办公和生计所需、司法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存在欠缺等，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统治者意

图以提高诉讼成本来促使民众主动息讼⑤。陶涛认为，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有关规范在徽州地区二者

相互促进，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体利益最大化。合情

是二者的结合点。国家制定法对部分民间习惯进行选

择、吸收，同时又会留下一些空白地带由民间习惯法来

加以调整⑥。国外学者对此也有所论述。中岛乐章通

过《茗洲吴氏家记》，介绍了明中期以后，在当时集约的

山地型开发到达极限的大背景下，吴氏宗族和周围其他

宗族围绕山地资源所发生的一系列竞争以及茗洲吴氏

处理纠纷的各种情况，指出当时的里长、老人在社会激

烈变动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中，在维持乡村秩序方面

功能弱化，加之茗洲远离县城，官府的力量鞭长莫及，一

旦发生利害冲突时宗族械斗便会涌现。同时宗族在某

种程度上代替了官府来维持地方秩序。不仅如此，茗洲

吴氏还从这些纠纷械斗中增强了宗族成员间的认同，这

些争斗成为其扩大宗族统合、强化宗族组织的重要契

机⑦。

①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
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②卞利:《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江淮论坛》
1993 年第 5 期。

③卞利:《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历
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④范金民: 《清代徽州盐商的销盐纠纷与诉讼》，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⑤郑小春: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安徽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
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 年第 3 期;
《从徽州讼费账单看清代基层司法的陋规与潜规则》，
《法商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⑥陶涛:《论明清时期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
互动及途径———以徽州地区民商事活动为个案》，西南
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

⑦［日］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宗族的纠纷与同
族统合》，《江淮论坛》2000 年第 2、3 期;《清代徽州的山
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
究》，《江淮论坛》2003 年第 5 期。

一些学者以事件为切入口，来探讨徽州地域所展现

的国家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如明代的徽州瘟疫，孔潮丽

指出 1588—1589 年徽州瘟疫的流行给地方社会造成了

严重的危害。面对当时中央政府救疫不力的情况，徽州

社会显示出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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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①。明清的棚民乱伐林木也是学者关注的

事件。谢宏维指出，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

棚民，利用当地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

动。他们的活动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严重损害

了徽州地方社会的利益。清代徽州地方社会各种力量

从自身利益出发，借助和依靠官方力量，展开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驱棚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棚民在官民联合

驱逐下，逐渐退出了徽州地区。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

后，徽州地区人口锐减，外地移民才卷土重来。不过，他

们的境遇与此前的棚民已迥然不同②。卞利也认为，清

中叶棚民的乱砍滥伐，再加上清末咸丰兵燹等原因，婺

源的生态环境一度遭到破坏，但在地方官府、乡里基层

组织和宗族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得到了缓慢的修复③。

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也是徽州地方响应清廷倡

导应对战乱的重大举措。郑小春指出，太平军活动损

害了徽州宗族和士绅的利益，因此徽州宗族积极响应

支持，各地团练由是而兴。徽州团练在抵御和钳制太

平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安徽乃至整个战局影响

重大④。也有学者注意到民国时期婺源回皖事件，徐

建平剖析了民众意愿，即本县及徽州其他各县的土著

及侨寓外地的徽州人，与政府意志，即中央、省、县各级

政府的官员的互动，指出不同群体因各自的利益驱动

而表现的不同态度和行为⑤。孙祥伟也通过对婺源回

皖事件的研究，指出婺源改隶江西损害了婺源民众特

别是婺源茶商的切身利益，婺源民众以徽州文化及其

代言人朱熹为号召，发起四次政治抗议运动，经过 13

年的努力，终于重回安徽。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揭

示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

之间的政治博弈⑥。

三、揭示徽州乡村区域社会整体的特征，是

把研究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路径

以上纵横两个方面对国家权力下徽州乡村社会权

力关系以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机制的研究的回顾，为我

们展现了一幅历史拼图。除了以上的研究外，对于徽州

乡村社会的研究还涉及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普
通人的生活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根据一片片历史碎片

所拼出的画面，并不完整。我们不可能完全地重构已经

消逝了的历史的全景图，但是我们却能逐渐地接近这一

目标。怎样接近这一目标? 在寻找历史碎片的同时，寻

找拼图的空白处，不断地填补，使我们的拼图做得更为

完整。这是一个研究路径，在这一路径上的任何成果都

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里，还

是不够的。社会史追寻的目标是整体的历史。系统论

告诉我们: 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

之和，整体有整体的特征。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历史碎

片蕴涵着历史整体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

到历史碎片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的整体。由历史的碎

片缀合而成的历史拼图也不等同于历史的整体。因此，

揭示徽州乡村区域社会整体的特征，是把研究工作进一

步向前推进的路径。

徽州乡村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是什么呢? 根据系

统论，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 即局部) 提炼出来，从要

素与要素、要素与整体，以及整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来揭

示区域的整体特征。这里的要素既不是历史的碎片，也

不等同于局部的拼图。徽州乡村社会的要素是什么呢?

徽州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

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

年的研究，笔者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

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

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⑦。在这一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

体系中，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

①孔潮丽:《1588—1589 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
《安徽史学》2002 年第 4 期。

②谢宏维: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乡村社会控制》，
《中国农史》2003 年第 2 期。

③卞利:《明清以来婺源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鄱阳湖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④郑小春:《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安徽史
学》2010 年第 3 期。

⑤徐建平:《互动:政府意志与民众意愿———以民国
时期婺源回皖运动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
第 1 辑。

⑥孙祥伟:《政治博弈与省籍矛盾———以婺源回皖
运动为中心的考察》，《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 24 期。

⑦参见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

的状态中。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

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

序。徽州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

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

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

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

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

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 借助宗族势

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 借助宗法制度，控制

从商伙计; 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

育、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 ( 下转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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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部落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①。近年

出版的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又提出华夏系、东夷系、荆
吴系、百越系的分类方法。但无论前者的“集团”还是后

者的“系”，安徽淮河流域都属于东夷一族。《后汉书》

卷 115《东夷列传》引《王制》介绍传主情况说: “东方曰

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

顺，易以道御。”夷人天性“仁而好生”的例子很多，如同

书又载: 周穆王时，命楚文王伐徐，“( 徐) 偃王仁而无权，

不忍斗其人( 原为民，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为人) ，故至于

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韩

非子·五蠹》也说徐偃王“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

国”。后出的《淮南子·人间训》、《论衡·非韩》有类似

说法。《左传》卷 15 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 ‘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

请击之’。公( 指宋襄公) 曰: ‘不可’。既济未成列，又

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

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按宋为商后，商又系东

夷西迁之支属，看来夷人“仁而好生”之论绝非虚语。孔

子祖籍宋国，生长在淮水流域的曲阜，春秋诸子中，他率

先提出“仁”的理论，这是否与他出身的夷天性“仁而好

生”有关? 因为前人都未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故提出来，

供大家探讨。

我对安徽淮河文化素无系统研究，偶尔拈得一鳞半

爪，形诸文字，聊作引玉之砖尔。内中错误和不当之处

一定很多，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朱玉龙( 1941 － )，男，山东泗水
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方 英

①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

( 上接第 134 页) 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区域文

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

高的商业素质。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

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

若践更，要之良贾岂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②。在特

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

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在

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徽州

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抔;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 千

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方言

区( 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 8 个或 10 个方言区) ，它是一

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

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

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

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

能持续运行。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徽州社

会三要素间的良性循环所造成的乡村社会超稳定结构，

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因此，我们要看到国家权力下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

系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机制，是在要素与要素之间、整

体与要素、整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之间实现的。当我们

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对区域的每个局部，乃

至每一历史的碎片，每一幅拼图，就会有新的深刻的认

识，因为每一个历史的碎片、每一幅历史的拼图都是在

整体良性互动的系统与环境中存在的。反之，当整体的

互动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中断时，徽州农村社会

的稳定就无法维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权力
下的乡村统合———16 至 20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
权力关系研究》( 04BZS01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力行( 1946 － )，男，江苏苏州
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 瑞

①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
1986 年第 2 期。

②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国庆点校: 《太函集》卷 55
《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
铭》，黄山书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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